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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祚庥 : 回望1978年“科学的春天”

《中国科学院院刊》编辑部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8年4
月22日

《院刊》：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标志着“科学的春天”到来，从此科学技术

和知识分子在我国的地位有了地覆天翻的变化。40 年后的今天，国家已沧桑巨变，而科技

则一如既往发挥着重大作用。您参与了 1978 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今天再次回望 1978 年“科

学的春天”，您认为“春天”能够到来，最关键的因素有哪些？

何祚庥：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的确标志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但从我

所参加的科学大会来看，我的体会是所谓“科学的春天”有两种含义：一种含意是指狭

义的科学技术已面临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机。例如，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除了由小平同志

在 1978 年 3月18日作了一个《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重要报告，定下发展科学

的大政方针之外，还通过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简称

《八年规划纲要》，实际上是新中国第 3 个发展科学技术的长远规划。但是，如果谈到“科

学的春天”的真正的内涵，我感到这里的“春天”，更重要的是指“大气候”。也就是中

国社会政治经济走向的“大气候”，已进入了“春天”。标志着这一动向的是小平同志在

大会所做讲话——在他讲话中，鲜明地提出了两个观点：（1）科学技术是生产力；（2）知

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是这两个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社会将发生大变化。

反映上述两种含义的“春天”的具体措施之一，是撰写全国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组有

两组：一个是政治组，主要是为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做准备；另一个科学组，主要起草《八

年规划纲要》。我主要参加的是科学组的起草工作，同时还多次参与政治组起草的报告的

讨论。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什么会在 1978 年召开这么重要的会？我

想促成的因素有很多。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由于小平同志“东山再起”，重新参加中

共中央的领导工作。1977 年 7 月16—21日，在北京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

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小平同志恢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

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时，小平同志主要负责的

工作还是作为国务院副总理。他当时虽然已经站在了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但还不是“一把

手”，只是重新出来参加工作。中央就副总理分管领域征求小平同志个人的意见时，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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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主动提出希望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一方面是因

为科学和教育是“文革”的重灾区；而另一方面，小平

同志在 1975 年出来负责整顿“文革”期间的各种乱象的

时候，就已经感觉到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上，如何解决好

中国发展科学和教育的方针和政策，是个大问题。

小平同志正式出来工作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1977 年 8月4日，著名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就召

开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小平同志在会上下决心拍板恢

复。同时，会议用高规格接待了与会的知识分子们，而

且小平同志还全程参与，这就在中国的大地上，吹出了

一股“春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尚，开始

在社会上萌芽。这样到了当年的 9 月中旬，中共中央政

治局就决定了要在次年也就是在 1978 年 3月18日召开全

国科学大会。

再有一点，就是上边提到的《八年规划纲要》，

也就是“春风”带来的“百花”盛开，要有具体措施。

《八年规划纲要》是早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上，由中科院起草了一个初稿。现在就应该在全国科学

大会上，更广泛地征求科技界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

并在会上做出正式决定。“科学的春天”不仅仅是在全

国科学大会上发出的“宣言”，而是包括了可以付诸行

动的“措施”，这才使科学的“春天”真正地到来。

在 1978 年通过的《八年规划纲要》中，就对我国未来八

年科学技术奋斗目标、重点研究项目以及科学研究队伍

和机构组成等都做了具体部署，共确定了 8 个重点发展

领域和 108 个重点研究项目，以及基础科学规划、技术

科学规划等。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由方毅副总理对《八

年规划纲要》做了说明。我参与的工作之一，就是协助

当时负责起草《八年规划纲要》及其说明的邓裕民同志

起草各有关初稿。方毅同志的讲话和小平同志的讲话一

样，不断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

我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除了参与多个文件的起草以

外，还具体参与了两个重点项目的策划和讨论：一个是

中科院要不要成立一个理论物理研究所；另一个是关于

中国应发展激光武器还是发展粒子武器的争议。我是主

张发展粒子武器的积极支持者，理由是粒子武器有携带

动量较大、破坏力较强、电能转化为粒子能量的效率较

高等许多优点，而激光武器却有电能转化为光能的效率

甚低，激光聚焦的能量密度虽然较大但携带动量偏小，

也较易被预防等许多不可克服的缺点。不过，最后我的

意见，未能被采纳。但是，这一争论仍不失为一场有价

值的争论。我对激光武器的许多批评虽然在当时未被会

议所接受，但提出的许多论证却是“言之有理”。这一

争论也有一结果，这就是后来人们转而注意到要发展电

磁炮。这说明大力发展激光武器当然是十分重要的，然

而在发展某种新式武器的同时，努力注意减少、克服和

弥补这种新武器的重大缺点，也同样是重要的。这一事

例也说明在重大科学项目的确定上，需要有充分讨论，

需要集思广益，需要广泛吸收不同意见。即使当时有许

多事情未能看得很清楚，但只要是“言之有理”的科学

争论，就会有进一步的发展，直至开花结果。

大会结束后，各项科学工作就在小平同志、方毅同

志等的亲自关怀下和《八年规划纲要》的具体指导下，

不断开创新的局面。这其中有一项，就包含中科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的成立。在科学大会召开之际，会上的物理

学界的许多前辈们曾共同商量，在现在的发展形势下，

物理学界应该重新提倡 20 世纪 70 年代初杨振宁教授回国

访问时向周总理提出的“注重理论研究”的重要意见。

而在当时，由于“四人帮”的阻挠，这一提议当然未能

实现！在 1978 年科学大会后，我们物理学界的许多同

仁，当即提出了具体行动建议——在中科院成立理论物

理研究所，由我负责起草了一个新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

报告，并建议由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学部委员

（院士）任所长。这个建议报上去以后，得到小平同志

亲自批示，同意成立。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立，使得我

国“两弹”理论研究成功之后，理论物理界又有了新的

施展抱负的平台。这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到当时全国

的科学研究，在“春天”里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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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刊》：非常认同您所说的“科学的春天”有两

重含义的解读。那么，您能不能再讲一讲，在小平同志

复出之后，究竟吹来哪些“春风”？以及，正如您提到

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平同志的作用，小平同志 1975 年出

来工作时的短暂整顿，是否已经为促成 1978 年全国科学

大会起到了推动作用？

何祚庥：1975 年 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一次会议上，小平同志在毛主席的支持下，接替病重住

院的周恩来总理，作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开始主持党中

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开始了全面整顿。那

时候，小平同志请示毛主席后，由中央决定让胡耀邦同

志到中科院进行整顿，这就有了后来著名的胡耀邦在中

科院的“百日维新”。1975 年 7月17日，时任分管科学

技术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同志，找胡耀邦、李昌、王光

伟三位同志谈话，一方面是通知他们中央的任命，另一

方面是传达小平同志关于“整顿”的指示。华国锋是支

持小平同志对“文革”进行整顿的，他未能说“纠正科

技、纠正天下”，但是他说要深入发动群众，纠正工作

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

上任后，胡耀邦指挥若定。他请李昌负责日常的全

局工作，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搞调查研究，以准备向国务

院汇报全国的科技工作现状和构思未来规划。胡耀邦在

调研中可以说是个“煽动家”“鼓动家”。他放手发动

群众，讲长征故事，讲革命历程，讲革命方法，一下子

就把科学技术领域的年轻人都发动起来了。先后有不少

年青朋友纷纷向耀邦同志或反映情况，或贡献意见，有

些是在各式各样的座谈会上，还有一些人竟设法直接找

到耀邦同志家里去提建议。例如，那时在中科院“相对

论大批判组”里工作的还仅是实习研究员的郭汉英就拉

了我一起找到耀邦同志家。1975 年 8月11日，胡耀邦就组

织许多参与者写出了第一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

（汇报提纲的讨论稿）》；后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经国

务院政研室胡乔木等参与修改，最终形成《科学院工作

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中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治工

作使科技人员不敢钻研业务，不敢学外文，不敢看业务

书，那就是失败的政治工作。如果我们的政治工作是反

对钻研业务，那就是空头政治，就是在政治上犯了方向

错误”。这些话太尖锐了，当时中央就派人来中科院召

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调查、征求意见。

在调查研究的某次座谈会上，我曾提出：“文化大

革命”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一场大革命。其具体措施之

一是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领域。但是，中科院是否应

归到上层建筑领域，这里有一个重大理论问题。那就是

自然科学是不是上层建筑？如果自然科学是上层建筑，

那么有关自然科学的方针、政策就应该按上层建筑性质

来处理；而如果不是，那么有关发展自然科学的方针政

策就要另行研究和探讨了。胡耀邦当时就听进去了，他

很高兴，他来中科院参与整顿也正是为了“是不是上层

建筑”这句话。

所以，在 1975 年的整顿中，“自然科学是不是上

层建筑”的问题，就又被提出来讨论了。也就是说“文

革”中的“科学技术是上层建筑”的论断，开始有了松

动。那么，自然科学不是上层建筑，那是什么？我说可

能是生产力。因为，不是上层建筑那就应该归结为和生

产或经济活动相关的生产方式，而生产方式又包含着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科学技术自然不是生产关

系，所以我说可能是生产力。

就在座谈会上，我还反映了一个情况，说红卫兵编

的“毛主席语录”里，收录了毛主席在 1963 年听取聂

荣臻同志汇报科学工作时的一个谈话，说“科学技术是

生产力”。而且我就向会议主持人上缴了我带去的“语

录”。

时间过得飞快。我已不记得上缴的“毛主席语录”

是哪本语录。因为那一时期红卫兵们曾编过多种多样的

“语录”。但后来据某些同志的“考证”，应是源于

“文革”期间印发的一本红皮小册子——《毛主席论科

学技术革命》，里边讲：“要打好这一仗，科学技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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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过去打上层建筑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打这

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要以革命的精神来搞科学技术

工作。”末尾注明的出处是“听取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

报时的讲话（1963 年 12 月）”。据中科院院史研究室

原主任樊洪业考证，这个小册子应该是 1968 年由中科院

革委会编选，1969 年印发的。在 1968—1969 年，我已是

“革命群众”，所以那时的革委会也会发给我一本由他

们编写的《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

不幸的是，正是这本上缴的小册子所收录的毛主席

讲述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吴明瑜口述自传》里曾较

详细地记载了这段故事。

“这个稿子给毛主席送上去以后，毛主席一看，对

这个稿子别的内容都没有说话，唯独对这件事情说了一

段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我说过这

个话。’毛主席还在这句话的旁边，打上一个‘？’。

这一来就砸锅了，这就变成强加给毛主席的话了。后

来，江青就说，你们造谣造到毛主席头上去了。这就成

了一条罪状。”

“到底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我们查了当时参加会议

的一些同志的笔记上，都没有记录。但是，不久之前，

大概是两年前，我们写《胡耀邦与中国科学院》一书的

时候，明廷华告诉我们说，聂荣臻纪念馆在搞聂荣臻

诞辰 100 年纪念，在这个纪念展览里面有一段话，毛主

席 1963 年和他谈话时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据聂荣

臻秘书说，他们是到中办查到的，就是这个话。”

《院刊》：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最重要的论断正

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您是我国和世界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国科

学院数学物理学部院士；同时，您还是著名的马列理论

专家，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博士生导师。有人称您是自

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两栖院士”。40 年后，由您这位

“两栖院士”再来回顾这两个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的重要论断非常有意义。您怎么看这两个论断？

何祚庥：我想主要从时间上对“科学技术”和“知

识分子”的定位做一点梳理。

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中共发展的历史上，

一直是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在 1956 年召开的

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里，曾说过“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周总理这个讲话不久就挨了毛

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他的世界观也是资产阶级的”。到了“文革”，知

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为什么是“老九” ？因为

那时有个排序：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

资派，最后第九位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再往前追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纲是把知识分子

看作反动阶级的，是要打倒的，但后来有所修改，知识

分子变成要争取、团结、改造的对象。而实际上，有关

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并未获

得科学的回答。例如斯大林在 1952 年写的一篇《苏联社

会主义经济问题》，就讲了脑力劳动者是剥削阶级。斯

大林就在该文中明确指出，“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之间对立的经济基础，是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

削”。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把学校通通关闭，包括

大、中学生在内的知识分子一律下乡、下工厂，学工、

学农，也应到工农群众里去接受再教育、接受改造？原

因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里，脑力劳

动者是剥削者。既然是剥削者，到了“文革”时期，也

就必然是要被打倒的“臭老九”。

到了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讲话中，就明确指

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而且还

引了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篇文章里讲述的一句

话，“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

就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做了彻底的平反。

至于“科学技术有没有阶级性？”“自然科学是

不是上层建筑？”这就更加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了。如果

查阅一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科学，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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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一直被列入社会意识形态，甚而是上层建筑范

围。例如，早在 1921 年，在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

论》一书中，就不仅认为自然科学理论本身属于上层建

筑，而且连“科学的实验仪器，国家机关里的房屋、大

炮、算盘、图表等，艺术中的画笔、乐器等等”，都属

于上层建筑。又如，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联哲学界经历

了一场哲学上的大论战后出现的一本巨著——米丁教授

所著的《历史唯物论》，就将科学划入上层建筑。形成

这一划分的部分原因，是因为“科学”一词当然包括社

会科学在内。而社会科学中的某些讲革命斗争的理论，

无疑带有阶级性，无疑应列入上层建筑。

1950 年，斯大林发表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

问题》，首次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在马克思

主义理论中，是一次大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起了一

定的思想解放的作用。因为在那一时期，有关社会经济

问题的各个范畴无一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甚而连生产力

的概念也要标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斯大林

在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指出：“语言和

上层建筑是根本不同的。语言不是某一个社会内部这种

或那种基础，旧的或新的基础所产生的，而是千百年来

社会历史和各种基础历史的全部进程所产生的。语言不

是某一个阶级所创造的，而是整个社会，社会各阶级世

世代代的努力所创造的。……语言可以一视同仁地既为

旧的衰亡的制度服务，也为新的上升的制度服务；既为

旧基础服务，也为新基础服务；既为被剥削者服务，也

为被剥削者服务。”“上层建筑和语言还有一个根本区

别。上层建筑同生产、同人的生产活动没有直接联系。

上层建筑是通过经济的中介，通过基础的中介同生产仅

仅有间接的联系。……语言则相反，它是同人的生产活

动直接联系的，不仅同生产活动，而且同人的工作的一

切领域中的任何其他活动都有直接联系。”

斯大林在这一著作中所用到的分析语言有无阶级性

的研究方法，很快地被人们移用到其他领域，从而提出

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1953 年，由胡乔木同志为

中共中央所起草的《关于纠正“技术一边倒”口号提法

错误的指示》中指出：“在大规模建设时期，我们正是

要提倡重视技术。斯大林说：‘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

一切。’这对我们今天还是适用的。”“技术问题和政

治问题不同，并没有阶级和阵营的分别，技术本身是能

够同样地为各个阶级和各种制度服务的。在技术上并不

存在不是倒向这边就一定倒向那一边的问题。”

又如，1956 年陆定一同志在所撰写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文章中曾写道：“自然科学包括医学在内

是没有阶级性的。”“在某一种医学学说上，生物学或

其他自然科学的学说上贴上什么封建、资本主义、无产

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是错误的。我们切

勿相信。”1957 年，毛泽东同志也说过：“自然科学分

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

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康生等人却大说特说自

然科学有阶级性，而且当代的自然科学当然属于资产阶

级的自然科学。于是，在“文革”期间，自然科学必然

也就在“打倒”之列。爱因斯坦和相对论是自然科学里

被“打倒”的第一个突破口。陈伯达曾经代表中央部署

要“打倒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那时，在陈伯达部署

下，中科院的造反派，就组织了一个“相对论”的大批

判组。参加“大批判组”里的某位成员，提出了一个打

倒相对论的著名“论据”：“如果按照相对论所说的那

样，同时性是相对的，那么在 1969 年 3月，在中苏边界

上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我们说苏修先开第一枪，而

‘苏修’却可以说是我们开第一枪，事实上究竟哪一方

开第一枪，按照‘同时性的相对性’，就无法做出客观

判断。”所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必须打倒”！这

个论据在我们这些真正理解爱因斯坦理论的人们来讲当

然是非常简单而可笑的谬误！但是在当时却是非常“有

力”的带政治性的“大批判”。一时之间，那些反对批

判相对论的人再也不敢为其辩护了，因为“谁”要替相

对论辩护，谁就是替“苏修”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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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这就到了已经提到的 1975 年的《汇报提纲》，

它对马克思主义里的自然科学的性质做了大颠覆，它将

“自然科学有阶级性”修改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但是《汇报提

纲》最后报上去，毛主席在这句话上打了问号，这样

《汇报提纲》里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就变成

了“伪造的毛主席的话”的铁证。问题太严重了！接下

来，胡耀邦和李昌等人就当然再度成为“走资本主义道

路的当权派”，就相继再一次被“打倒”，而且还要在

中科院里，要组织全院大批判。那时我在中科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工作，由于我也是“毛主席语录”的“伪造

人”之一，所以按理也会受到批判。为应对可能到来的

批判，而且我记得马克思曾讲过类似于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的许多话，那时我就查了很多资料，收集了诸多马克

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话，以备受到批判时，

可以说“你们在批判马克思”。但由于我只是一个小小

的“小爬虫”，江青等造反派也还不屑一顾。后来，我

就将我所收集到的马克思、列宁有关“科学技术是生产

力”的“语录”写在一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小册子里。

鉴于上述林林总总、反反复复的历史，1978 年全国

科学大会就是要改变这许多年以来影响科学技术发展、

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对“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诸

多错误定位。大会提出了著名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从此广大的科技工

作者甩开了头上的“紧箍咒”，开始热情迸发地参与到

国家的建设中。

而极其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

的地位和作用，更在此后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又得到

进一步发展、完善和优化。1988 年 9月2日，邓小平在

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说：“马

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

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 小平同

志还说，“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

部分嘛。”1992 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又

提到“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

分”。又说，“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能有希望”。

所以，自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科

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上升，而

且相应的知识分子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上升。不仅上升

到“依靠”的地位，而且还提到“第一”的地位。不能

不认为，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第一”——“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和“知识分子要从‘老九’提到第一”

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院刊》：从 1951 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算起，您

参与和见证了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前 27 年和之后 40 年

的国家重大建设。也见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第一”，以及知识分子“要从文化大革命时的‘老

九’提到‘第一’”的“第一”。这两个“第一”到底

是怎样体现在国家的建设中的？或者说，科学技术或脑

力劳动的作用，究竟怎样体现在我国的建设中？

何祚庥：最近我刚刚写了一篇短文，说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是“相辅相乘”的关系。注意，不是“相辅

相成”，而是说“相辅相乘”。或者说，适用于脑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相互关系的不是加法，而是乘法。怎么讲

呢？我们简单而言，举一个大家熟知的故事——《三国

演义》里的“火烧博望坡”。博望坡在现在的河南省南

阳市方城县，公元 202 年，曹操派大将夏侯惇、于禁、

李典进攻驻防在新野小城的刘备。当时刘备军只有不到

一万人，而曹操大军则有十万。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

气定神闲毫无惧色，他将战线后撤，选择在博望坡与曹

军对峙。诱敌深入，以火烧之。博望坡一战，关羽和张

飞率领的刘备主力军五千人，打败了曹操十万大军！那

么，这个账就很简单，诸葛亮的指挥能力对战争的贡

献，可以说是将军队的战斗力，即“效用”，从五千扩

大了 20 倍，也就是五千的人马却发挥了十万人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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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那这 20 倍的贡献，就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

功劳。

所以我说，效用=劳动×知识。首先，二者是合作

互补的关系，缺一不可。没有诸葛亮运筹帷幄，五千对

十万的仗是没法打的；没有关羽和张飞等将士的上阵杀

敌，曹操大军也是赶不走的。所以，毛主席说，“知识

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没有两者的结合就没有

“效用”最大化，甚至没有“效用”。其次，也是最为

关键的，所谓劳动和知识的“结合”，是说这两者应是

“相乘”的关系，而不是相加或其他的关系。也就是

说，知识对于劳动有一个乘数增长的放大作用。所以，

通过这个简单的故事，我们就看到了知识的力量，那

到了近现代其中最重要的“知识”，也就是“科学技

术”。而因此，在“效用=劳动×知识”，这样一个公式

中，也就体现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了。

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前进，希望能建立一个把科学技

术或知识分子的贡献也计量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新政治

经济学。当然，我们还需要感谢《中国科学院院刊》，

在 2016 年 8 月的《中国科学院院刊》上，曾刊登了由我

所写《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

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长文，就是讨论这一新的理念的

初步研究的。谢谢《中国科学院院刊》对我的采访和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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